
近年来学界怪论批判 

张绪山 

自决心以读书为终生事业以来，我一直对“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个信念深信 

不疑，并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位卑不忘忧国、劳苦不忘民瘼、追求正义和真理。然而，读 

了一些史书后，便逐渐产生了怀疑，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刀笔吏”的不绝史书，使我难以 

释怀于文人的助纣为虐， 仔细思量起来， 觉得文人作起恶来其实比武夫更为可恨。 武夫杀人， 

明目张胆，以弱肉强食为理所当然，毫不掩饰；而文人作恶，不露声色，仁义道德，冠冕堂 

皇，阴险毒辣又非武夫可比。揆诸古今历史，使人不能不谓之信然。现今社会已不是帝制时 

代，文人作孽的方式自然有与从前大不相同，但说假话、帮闲、出卖良心，则古今为一。试 

看 21 世纪中国学界不时出现的诸多怪论，则知吾言不谬。 

怪论之一：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 。 

据说，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 2003 年发布的“重要研究成果” 。实际上， 

只要稍有思维能力，任何人都可以明白这个结论的荒谬。这个命题涉及三个要素：城市环境 

污染，自行车，汽车；城市环境污染是果，自行车和汽车是因，因此，只要考虑自行车和汽 

车两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即可明了。 

自行车是否造成污染，取决于两个因素：自行车本身是否产生污染？中国大城市中自 

行车在数量上的增长，是否造成大量排污？汽车是否为污染之源，也取决于两个因素：汽车 

本身是否产生污染？汽车交通堵塞是否是由汽车数量的增加造成？ 

就前一个方面而论，答案是很清楚的：自行车并非以燃料为动力，本身不会制造污染； 

而且，现在的自行车数量虽有增长，但并没有超出既定的自行车道而侵夺汽车道。如果说交 

通堵塞造成汽车大量排污， 是由自行车造成， 那么， 为何不说交通堵塞是由人口太多造成呢？ 

要知道，人口过多才是中国客观实在的国情。也许，我们那些可爱的研究者们应该再作进一 

步推论：人口过多是造成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口众多造成了汽车行驶不畅，所以消 

灭人口是根治城市污染的唯一出路。这样的结论才可称为绝论呢！ 

就后一个方面论，答案也是很清楚的：汽车以燃料为动力，是制造污染的源头；而且， 

近些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公共车辆的增多是 

明显的事实， 而发展势头迅猛的私家车——这在污染问题出现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的增多，更是不争的事实。公、私车辆的增多所形成的交通堵塞，在目前各城市已达到这样 

的程度：即使完全没有自行车存在，机动车辆也会形成堵塞现象。因此，结论是很显然的： 

超限度的机动车辆的存在，才是造成大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根治污染的出路只有一条：限 

制私人汽车，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但在各级政府把私家小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作为重要政绩指 

标，认为私家小汽车增长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希望限制私家汽车数量无异是痴人



说梦。这就是国情。 

这项逻辑上狗屁不通的“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多么明目张胆地欺人自欺， 

视全国人民为智力欠缺的“刘阿斗” ，也不仅在于它以怎样的形式显示一些所谓学者的所谓 

“学问”堕落到何等可笑的地步，更在于它反映了当代文人在助纣为虐方面的新特点：很显 

然，它不再是为专制统治的权力欲所诱惑，希望从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而是 

完全屈从于滚滚物欲，为更加实际的物质利益抽去了灵魂。在物质诱惑中，一部分所谓“学 

者” （或者更高雅一点， “文化人” ）实际上变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只要有人扔给他一根 

带有些许肉丝的骨头，他就会感恩戴德地服从施主的意志，失去理智判断，不分好歹地狂吠 

乱咬。显然“城市环境污染是由自行车造成”这样的怪论，即属此类。对于这样荒谬的结论， 

任何一个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明白其错误所在。它的邪恶在于，它出自被当下社会 

公众信赖的打着“社会良心”招牌的学者之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修辞立其诚” ，是每一 

个正派学者处世立命的起码道德底限，准此而言，有些所谓学者的行为实在太离谱了。 

怪论之二：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 

“传统文化”是一个模糊概念。客观地讲， “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传 

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 “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 

这个命题所指向的，似乎不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 

类的“重民思想” ，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如果是从前者，那么我们不能不 

指出，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 ，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 

微末的地位， 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它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 

生一相情愿的理想而已；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惧民观念” ，则是亲历民众反抗活 

动的统治者本能的感悟，这种观念在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心目中是没有多大分量的。 

但是，无论是来自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的“重民思想” ，还是来自“打天下”的王朝开 

创者的“惧民观念” ，从来就没有对传统官僚政治形成实质性冲击，形成相应的 “重民制度” ， 

因而也就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根本影响。 

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人民公仆 

——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 ，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 

那么以历史上统治集团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重民思想”或“惧民观念” ，焉能在今日的反 

腐败斗争发挥作用？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要表达的，应是“从 

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层含义，但问题是，这可能吗？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文化以“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信条，其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 

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 

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 

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能否能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



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 

清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作为受这个权力体系压迫的民众，几乎没有对这个 

体系的任何制约力量。 只有当整个腐败的官僚集团的压迫达到无法承受时， 民众便揭竿而起， 

推翻整个权力集团，建立同样结构的权力系统。王朝虽有更迭，其制度结构却没有本质的变 

化。近代以前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王朝更迭史；在这部王朝更迭史中，人们惟见 

兴衰治乱，却看不到制度上脱胎换骨的更新。 

就统治集团的所谓经验而论，不过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这 

严刑峻法永远脱离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因此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而且，一部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将严刑峻法贯彻到底，最先破坏法律的往往正是最高 

权力集团的成员， 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对法律的最严重的腐蚀剂。 所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 

充其量不过是欺人自欺的遮羞布。传统官僚政治以及它所造就的“传统政治文化”所具有的 

宗法专制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今日的反腐败提供借鉴。如果传统官僚政治及其文化真能 

为历代统治者提供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良策妙方，那么中国历史早就不会有王朝更迭了。 

说到底，宗法专制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乃是政治腐败的根本，因此，从所谓“传统文化”中 

学习“反腐败经验” ，真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对这样的胡言乱语信以为真，其情形无异于 

一个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而脱离地面。 

怪论之三： “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每年 12 万！ ” “中国 

煤矿死人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 ”“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 

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矿难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 。 

这是一位自称集“哲学家” 、 “科学家”和“学者”于一身的所谓“院士”的高论。这 

样的怪论出自一位“院士”之口，似乎说明一些所谓拥有最发达大脑的人，连起码的逻辑能 

力都十分低下。我们不妨稍微剖析一下其中的逻辑混乱。 

首先，称“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 ” ，是把两件没有可比性 

的现象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 其本身就是逻辑不通的表现。且不说煤矿矿难死者人数是否 

真的要比小轿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少，即使果真如此，将这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也是不伦 

不类。我们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十之八九是汽车司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如违章强行、 

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司机个体的错误行为造成，因 

此，对交通事故负责的大多都是个体之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可以由司机本身的主观 

上的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减少到最低程度或避免的；反观矿难事故，动辄几十人、上 

百人被埋在矿井中， 这些人的苦难和死亡， 是他们可以主宰的吗？那些黑心矿主勾结号称 “人 

民公仆”的贪官、恶官，为了攫取最大利润，漠视矿工的生命，无视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才 

是矿难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 而矿难之所以不能得到遏制， 根本上是因为贪官、 恶官的存在， 

以及他们为黑心矿主提供的保护；任何一桩矿难的发生，背后都有一桩桩肮脏的官商勾结的 

罪恶勾当，因此，任何一桩矿难的发生，都不是矿工个人主观上的谨慎可以避免的，是根本



不应与交通事故相提并论的。 

其次，即使矿难死亡人数比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少，那么就能证明矿难死人的合理性 

和正当性吗？在矿难事故中，死难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势力量——矿主，这个强势力量团体 

具有以矿工生命为代价攫取最大不义之财的强烈欲望和动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天底人 

人皆知的秘密。在当今社会，这种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获取财富的方式，无论这个代价是多是 

少，其本身都脱不掉不义性质，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真的不明白，在一个号称“以人为本” 

的社会里，一个戴着“院士”桂冠的人，怎能以矿难死亡人数的多少来证明矿工死亡的正当 

性，为那些无视安全漏洞的矿主开脱罪责呢？否则，这样的比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中国煤矿死人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 ”“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 

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矿难“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 。这位大“院士”的这 

些惊人之论所表现的逻辑混乱真是匪夷所思。首先， “煤矿死人没法避免”是什么意思？是 

的，即使在安全防护措施十分完备的发达国家，矿难死人也无法根绝、完全避免，但是否可 

以将目前这样频繁发生的几十人、 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被埋在井下的矿难视为 “没法避免” 呢？ 

这样的矿难如此频繁地、恶性地发生，难道真的“没法避免”？我想，如果这位大“院士” 

的儿子也在矿井中挖煤的话，他头脑中的逻辑大概就会稍微健全一点，肚子里就会稍微多一 

点“人”的心肠，也就不会从“中国的老百姓太穷， ”“生在中国”“做中国人”这样的事实 

推出活该死于矿难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因为你是贫穷的中国人，所以就该死”的逻辑， 

真堪与希特勒发明的“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所以就该统治全世界”的逻辑相媲美。 

大“院士”很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句矿难“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 ，把自 

己那根紧藏着的尾巴暴露出来了，使人不免惊叹一声“原来如此！ ”说来说去， “腐败”不是 

矿难发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大“院士”所刻意达到的结论。如果人们读一下 1955 年这位 

大“院士”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说故宫就像一滩污泥浊水一样挡住北京的交通，建议推倒 

故宫的的文章，回忆一下他这些年来的种种令人恶心的“帮闲”行为，再回国头来看看他今 

天的种种怪行怪论，人们必定会再次发出“原来如此”的惊叹。 

余论。 “舆论一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书生们可以用自己的大脑考虑问题，用自己的 

声音说话了，孰料一些无赖之辈却自甘堕落起来，难怪人们说“书生不如婊子” ，婊子在民 

族大义面前尚有浩然正气，而一向标榜“铁肩担道义”的书生却下流地自宫。真使人不免仰 

天长叹，唏嘘再三。人们常说“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 ，难道偌大的中国学界，就该出产此 

类怪鸟？


